
重新崛起的中华民族，要用自己的心灵和双手，建设起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

一点已经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在奋力实现经济和各个实务领域现代化的同时，不能不同时关注和探索生长于其上、渗透于其中

的政治与文化领域的现代化问题：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如何通过深刻的自我改造和转型，成为

立足新的社会基础，反映新的时代要求，缔造新的生活方式的先进文化？这个问题日益迫切地摆在我

们面前，需要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回答。

为此，本文试就法治文化概念的含义和意义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并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性的、代

表我国未来文化建设方向的基本理念提出来，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一、法治文化的提出

法治文化不是哪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首先由生活和社会发展实践所提示，并经过许多人

以各种方式不约而同的论述，才使它成为一个传递时代声音的理念。

什么是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意义，就是要从文化的视野来展望法治。因此既要知道什么是法

治，也要知道什么是文化。对文化理解的广狭深浅，必然影响看待法治的视角是广还是狭、层次是

高还是低。

首先，在我们的语境中，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即从哲学层面上界定的文化，是

相对于自然、天然、原初的状态而言，指人类改造世界使之符合人的本性和尺度的全部方式、过程

及成果的总和。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意，应在经

[摘  要] 法治文化不是一个部门性的二级文化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一级文化概

念。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必然要有自己的法治文化，法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类

型、文化体系，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是指以依法治国为原则、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的法治理念，

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得到充分贯彻，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

化的全面生成。

[关键词] 法治 民主  文化  法治文化

[作  者] 李德顺，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法治文化论纲
李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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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论纲·

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１〕或依美国学者克鲁柯亨和凯利所说，“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生存式样的系统”。〔２〕总之，文化是指最终凝聚为人的生活样式的东西。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极

其繁复，但作为人类特有的生活样式，文化却有着普遍的、不变的本质和取向，这就是“人化”，〔３〕

即人类改造世界使之符合人的本性和尺度；同时，这种“人化”也适用于人自身。“人的人化”即“化

人”——用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精神成果去哺育人、塑造人、提升人，从而使人成为现实（社会、文

化）意义上的真正的人。“人化”和“化人”的全部样式和成果，就是广义文化的实质和核心。这一

实质和核心存在、生长、渗透、表现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所有形式和所有层次之中，构成了人

们一切行为的内在特质和取向。

狭义的文化，则是相对于经济、政治等而言，特指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即社会精神生产和精

神生活的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例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教育、新闻出版、大

众传播、文博事业、文体活动、休闲娱乐等。简言之，狭义的文化即是指人的文字、语言、符号、精

神化的生活样式。

广义文化是以内容为所指的一个总体性的概念，狭义文化是以形式为所指的一个部门或领域性

的概念；广义文化是个普遍性的概念，狭义文化是个特殊性的概念。

其次，从文化的高度观察法和法治，包含上述两个层次。不论广义还是狭义，文化考察的共同

点，是注重法与人们生活样式及其历史传统的联系，注重法所体现的深层价值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注

重法的整体建构及其社会条件、过程和效应等。而两个层次之间的不同点，则往往表现为它们有不

同的关注视野和重点，引导出不同的研究思路。

近年来国内关于法的文化研究日益兴起，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科目和理论概括，如“法文化”、

“法学文化”、“法律文化”、“法制文化”、“法治文化”和各个司法部门的专业文化（“法官文化”、“律

师文化”、“法庭文化”等）。这些基本上是由法学界提出的拓展型概念和命题，反映了我国法学学科

正在走向与人文学科密切结合的开放性研究，更反映出我国法治建设势必向文化建设层面提升的历

史要求。但上述关于法的文化研究，大多还处于对文化的狭义理解层次，表现为总体上还是单纯在

法的范围内谈文化，较多地注重法学理论或法律文献自身的思想、语言及其历史发展研究；对于涉

及社会现实的研究，则局限于具体的实践形式，保持了部门分列的研究方式，尚未针对社会现实形

成整体性的、统一的文化理念及其表达形式。因此这些研究难以在法学和司法领域之外产生更大的

影响，未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引起应有的共鸣。

如今，我国已经义无反顾地做出了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历史性的重大抉

择。要充分理解和贯彻这一历史性抉择的深刻涵义和深远意义，就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历史的视角，

有一个广义文化的眼光。

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必然要有自己的法治文化。顾名思义，法治文化是指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

社会所具有或应具有的文化。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里，法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社

会文化类型、文化体系。它是从国家社会的整体面貌和文化性质上，把法治看作一种基本的、普遍

〔１〕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5 页。

〔２〕转引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３〕 关于这一界定的论证，详见李德顺、孙伟平、孙美堂著：《家园——文化建设论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第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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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样式”，而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或某个层面的特殊职能。在现实形态上，法治文化是一个经济、

政治、社会一体的文化体系。法治文化当然包含、但不能归结或等同于“法学文化”、“法律文化”、

“法制文化”、“刑罚文化”、“诉讼文化”和各个司法部门的专业文化等。总之，它不是一个部门性的

二级文化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一级文化概念。

再次，从广义文化和社会整体的高度理解法治，根本在于把握它与“人治”相区别的意义。在

传统的观念中，往往从狭义文化的层面，把法治和人治看成仅仅是社会治理的两种不同方法或手段，

认为它们可以彼此结合或交互采用，其功能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等等。这些说法是仍然停

留于人治的视角看待法治的表现。

从广义文化的高度则必须指出：人类的文化现象虽然极其复杂多样，但从国家和社会政治的角

度看，迄今为止却只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人治的和法治的。法治就是针对人治而言的。法治还是人

治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和文化本质，它们之间是互相否定、二者择一的社会样式。非法

治即人治，此外无他。

我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传统，总体上属于一种人治主义，即人治文化。而我们将要建立的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首要的和根本的涵义，就在于它是指与两千多年的人治主义传统相区别，而与实

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一致、相配套的主导文化体系。换句话说，我们所要的未来

社会主义文化，将是一个以法治而不是以人治为实质和特征的、新型的文化体系。只有上升到这个

高度来理解法治和法治文化，我们才能更充分地意识到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度、广度和难度，也

才能更充分地意识到实现它的历史迫切性和巨大意义。

最后，胡锦涛曾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４〕那么，法治文化也应该看作是社

会文化进步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放眼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文

明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充分理解我国文化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和任务，那么就不难相信，法治文

化是未来中国的先进文化。

二、法治文化的核心和本质

法治文化是以法治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它的全部文化特征都围绕着法治的社会结构和功能展开。

因此，理解法治是理解法治文化的起点。

第一，法治与法制既有关联，又不完全等同。法治的本意是“法的统治”（rule of law），而不

是“使用法律手段进行统治”（rule by law）。就是说，法治意味着唯有法才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力

和权威，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得超越其上；特别是执政者、治理者的管理行为，必须处处以法律为

根据，才能够合法而有效。简言之，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据”，而非“以”法治国的“工具”。

法制则不同。法制是指在任何社会都可以建立的制度化法律法规体系。法制可以在人治体系下

建立，属于人治的体系，也可以在法治体系中建立，属于法治的内容。作为法治体系内的组成部分

时，法制是法治所要实现的一套制度体系本身，法治则是它的全面建设、实施和兑现。这是一种理

想的状况。而历史的事实往往是，法制并不意味着法在实际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更不意味着法

必然与民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相反，它有时却意味着法仅仅是当政者手里的一个治理工具而已。在

我国历史上，一度出现过的法家政治和某些法制实践的状态就是如此。

〔４〕 新华社2005年 9月 5日电：胡锦涛会见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各国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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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法制两种关系区别的根基，就在于以人治还是以法治为前提。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法治的理解经历了一系列深刻而重大的变化：首先是结束了“文

革”时期以无法无天为荣的局面，重新重视法制，强调以法治国；20年后，十五大将法制变为法治，

将以法治国变为依法治国，并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到了十六大，则进一

步提出了贯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原则的问题⋯⋯

从“无法无天”到恢复法制，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拨乱反正；而从法制到法治，则是一个质的

飞跃。这一正在进行中的飞跃告诉我们，如何准确、全面地把握和贯彻法治的精神实质，在理论和

实践上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新问题。

第三，法治与人治相区别的根本特征，在于法治本质上是民主的形式化、程序化、规范化落实。

民主是法治的本质。因此，理解民主是理解法治文化的关键。

民主，是在社会共同体或群体内部，人们之间平等结合，享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并就公共性

的价值选择做出决策和评议的社会生活方式。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民主，有两大前提和三项规则。两

个前提是：（1）民主的主体性规定，即民主总是一定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的权力和责任。不在这个

共同体之中的人，不是这一民主的主体；（2）民主与价值的相关性，即民主只适用于共同体的价值

判断和选择，对于非关共同体价值的问题，比如属于事实、知识、科学、真理的判断问题，或纯属

个人而与他人无关的事情，就不需要民主，也无从实行民主。

著名的民主三规则是：（1）多数人决定；（2）保护少数；（3）程序化。民主的程序化原则意味

着，事关民主的一切都要通过相应的制度、规则、程序等加以落实和实现，即必须法治化。民主与

法治不可分。社会主义的民主呼唤法治，也就是要求：将全体人民的主体权力和责任以规范化、程

序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得到普遍、长期、稳定的实现。没有法治的保证，民主将成为一句空话，其

结果不是演变成无序化的动乱，就是倒退回专制。健全法治是制度文明现代化的最明显标志。

人治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和遗产，法治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和旗帜。人治和法治的根本区别，当然

不在于国家和社会是否终究要由人（永远不可能没有人）来治理，也不在于是否建立了法制，而在

于是否“依法”治理，最终在于一切法律法规和治国原则本身究竟是体现着谁的利益和意志。凡属

最终以统治者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意志为转移的，就属于人治；而最终取决于共同体或全体公民

共同利益和共同意志的，才可能成为法治。

第四，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法治文化一般地描述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

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

作为一个文化体系，法治文化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精神实质，即“法治精神”或“法治理念”，集

中表现为对民主程序化、规范化的规则体系的高度重视、充分尊重、不懈追求、科学构建、自觉恪守、

坚决维护。人们普遍依此而行动的生活样式及其社会成果，便打造或展示为现实的法治文化体系。

第五，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必须要以实现法治为自己的政治文明形态。对于社会主义制

度来说，民主与法治更不可分，法治应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化、程序化、规范化表现，是民主普

遍实践化、操作化的落实形态。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就是要遵照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和意志，遵照

全体人民共同认定的规则和程序来管理国家。这是人民当家作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

本质体现，法律至上就是人民至上在实践中的体现。总之，法治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法治应该

看作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属性和必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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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体系，是指以依法治国为原则、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的

法治理念，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得到充分贯彻的展开和体现。其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一致的民主政治，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本质之所在。而围绕这一本质展开的各项条件、措施和效

果，如市场经济基础稳固、秩序健全，法治化的制度和体制设计到位，社会治理方式和程序改善，司

法体系完备高效，公民普遍法律意识和素质养成，公民的权利义务充分实现，公平正义得以伸张，社

会秩序合理稳定，道德风气不断提升，社会呈现和谐发展的良性局面，等等，即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

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则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标志。

第六，法治文化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样态，既有人类历史的共同必然性、普遍性，也有各个国

家民族等主体的具体现实性、特殊性。换句话说，就是全球的法治文化“有共同的核心和实质，没

有统一的具体模式”。

一些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从其民主人权等理念出发，打造了一套资本主义的法治

体系，形成了一种西方的法治文化。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依据民主和人权等理念，也

必然要打造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自己的法治文化。二者之间就既有共同性，也有

差异。共同性的根源在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必须反映社会存在，文化必须以

人为本，并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地形成和积累，民主与法治不可分，有什么样的民主就有什么样的法

治，等等。在这些必然性面前，中外法治文化的形成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因此具有许多深刻的共同

点和可比性。在共同点上，西方先发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我们都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在

可比的方面，则要求社会主义的法治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比资本主义的法治更自觉、更科学、更合

理、更充分和更先进。差异性的根源则在于，文化是主体性的生活样式和价值体系，多元主体之间

的差异和个性必然造成文化的多元化和特殊性。由于在自然和社会环境、历史传统、实践的条件和

过程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必然造成中外法治文化之间有许多不同点和不可比性。不同点和不可比的

方面意味着，我国法治文化的形成，必须是从自己的国情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发展创

新的成果，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简单照搬和机械模仿别人的结果。所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法治

化建设之路，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三、法治文化的基本构成

1.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存在和表现于人和社会行为的若干基本层面，大体上包括：事实上（自

觉或不自觉）的基本精神或理念层面；社会化的组织（制度、体制、管理机制）层面；具体化、系统

化的行为规则、规范层面；积淀为传统和风俗的实践方式、行为习惯层面；等等。文化就是它们所构

成的整体，是它们的统一性样式和风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文化面貌，就是通过人们

在这些层面的表现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的性质和特征，也是由它在这些层面上的表现所构成。

法治文化也是如此。关于我们的法治文化，需要并且应该从这些基本的层面上加以考察，才能

较深入地把握它的内涵和建设目标，并理解它与西方法治文化之间的异同。

2.在法治文化的基本精神或理念层面，有思想基础和核心理念两大问题。

（1）法治精神的思想基础或理论前提，是如何回答“法与人”的关系问题：法是什么？法从哪

里来？法的权力属于谁？法是服务人的还是压制人的？法治下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是什么

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立法、执法、守法？等等。只有在这些问题上形成清晰、透彻的理念和共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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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自觉的法治意识，奠定弘扬法治精神的思想基础。

法治不只是一种形式、一套法律规定和条文，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民主的和科学的理性精神，一

种文明的精神。从根本上说，法是一种价值体系：它总是反映和代表着人们所追求的利益、权力、社

会规范和理想；法以硬性规范的形式对人们的行为作评价和约束，以维系一定社会的基本价值关系

和价值准则；法的意识则是人们对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秩序和规则的理解，是一种社会化的理

性。法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体现着人的发展水平、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健全程度。从这个角度

讲，具有法的意识、法的觉悟、法的能力是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一个特殊的目的和指标。

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人民民主，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建立和阐述我国应有的

法治精神、法治理念的直接基础。只有在理论上讲透、在实践中充分体现出法的主体是全国人民，法

是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意志的体现，是人民自己治理国家社会的“公器”等，才能使人民理解并信

任业已提出的“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等理念的价值，并进一步相信，在

社会主义法治下，实现这些口号有着更为充分的必要性和切实基础，使弘扬法治精神成为人民自己

的愿望和共识。

（2）一般认为，“正义” 是法治的核心价值理念。但“正义”是个高度抽象的价值范畴，具体到

“谁之正义、何种正义”时，在不同的理论体系、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下，则有不同的阐释。自文艺

复兴以来，世界各国的价值追求和政治实践，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自由为核心”和“以平等为核

心”的两大类不同“正义”模式。两大模式在理论上似乎难分彼此，而它们在实践中的贯彻，却直

接表现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以美国为代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文化突出

体现了前一种，即以人的自由为最高的正义价值，一切围绕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展开，并尽可能将

其贯彻到底；而以我国为代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实际上突出的是后一种，即以保障全体

人民的公平权利为核心，努力通过消灭剥削和压迫、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来实现

理想的正义。依此看来，明确以“公平正义”、即“公平型的正义”为我国法治文化的核心理念，不

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而且也较为符合我国一向重“公”贵“平”的民族文化传统。

3.在社会化的组织（制度、体制、管理机制）层面，我们面临着体制改革和建设的双重任务。在

这个层面上打造法治文化，是一项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联系、包括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社会整

体性改革过程。我们不仅要大力建设和完善司法体系，更要求国家的政体和全部上层建筑，都要从

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适合于市场经济体制，从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转向“主权在民”的民

主管理方式，从习惯于单一行政渠道的执政模式转向适应（包括经济、法律等在内的）多种渠道的

执政模式，等等。而正在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也证明，改革的正确目标和方向离不开邓小平所说的

“保障人民民主”。〔５〕邓小平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６〕其关键是“必须使

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

改变而改变”。〔７〕应该说，通过“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彻底革除人治的弊端，全面地实现适应

法治、实行法治、服务法治、保障法治的系统化设置，是建立法治文化的硬件基础和切实保证。总

之，改革也是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一体化进程。

〔５〕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６〕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77页。

〔７〕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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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行为规则规范层面，我们同样面临着改革和建设的双重任务。法律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每一项法律就是一套规则和规范，全部法律则是国家和社会统一的、具

有强制效力的规则规范的有机系统。法律不仅代表着国家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而且承担着依靠公

民维持社会秩序、保持安全和稳定的职能。尊重和执行法律，是承认和维护现行国家制度、维护现

行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政治表现和道德界限。

除法律外，社会上还有其他的规则规范形式，例如政策与道德。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条例

等，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往往有“半法律”或“准法律”的效力，但它们终归不具备法律的普遍性

和恒常性；道德是人们心中的信念和规范，它的适用范围比法律更宽泛，其影响力也往往比法律更

深入细致，但道德标准本身往往是多元化、非刚性的，因此道德也终归不具备法律的公共性和制约

力。除法律、政策、道德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如某些区域性、行业性、团体性、技术性、民族民间

风俗习惯性的规则规范形式等。

法治文化的规则规范体系意味着，所有这些规则规范都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或基础上成立，而不能

与法律特别是宪法相冲突；各种规则规范都与法律保持整体的统一，彼此间保持和谐互补、积极互动

的良性关系。由生活中这些规则规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就像一幅“文化地图”，具体地显示着一个

法治社会的“文化骨架”和逻辑结构。

5.在日常实践和行为习惯的层面，是指将上述内容（精神理念、组织结构、规则规范等）转化

为社会和个人普遍的自觉行为的过程及成果。法治文化的打造，必然最终依赖、表现于法治精神在

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时时处处的贯彻和体现。所以，这个层面涉及的时空范围最大，可以说事实

上覆盖了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的持续过程。大到宏观理念和长远规划，小到某一具体操作和行为细

节，都有一个是否以及如何贯彻体现法治精神的问题。只有当法治精神真正贯彻到现实生活中时，法

治文化才能成为现实。

法治文化是现代社会和谐的文化基础。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古代社会的和谐有着根本的不同。古

代社会的和谐，是建立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制度

基础之上，所以更多地是依赖和表现为人们的道德文化面貌。而现代社会的和谐，则只能建立在民

主和法治的基础之上，是一种深层次的、持续的、稳定的和谐。事实往往是这样：越是在健全的法

治社会里，尽管法律很复杂、详尽甚至繁琐，在人们一切都照规矩办事的情况下，“人”就似乎越显

得简单、朴实、直率，社会的道德风气也并不很差；而越是在法治不到位、法律法规简单划一、大

家都不在意法律规则和程序，一切全凭个人良心和智慧、甚至凭个人“关系”办事的社会环境中，

“人”就越显得复杂、曲折、机心过重，相互攀比和防范越多，而社会的道德风气越难以掌握。这就

是说，只要规则和程序体系本身是合理与和谐的，并且让人们都能够做到对规则信任，对程序放心，

那么社会就比较容易保持和谐。

文化寓于生活，贵在积累。当一种生活方式日积月累、最终积淀为人们的一定传统和风俗习惯

的时候，它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化，而非仅仅是书面或口头的文章。由于现实情况的极端复杂性

和非法治传统因素的顽固性，我国法治文化的形成，绝不是用一纸宣言或几道命令就可以完成的，

而是一个长期的、艰难曲折的社会改造工程。这里需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更需要用坚持不懈的行

动和切实有效的措施去推动，不断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经过反复的调整和磨合，才能真正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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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治文化建设的任务

我国的法治建设已在改革开放中艰难起步，并且正在实践中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不能忽

视的是，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由人治文化主导，缺少民主和法治传统的社会。除了经验不足以外，在

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习惯、行为方式中，还有许多旧的传统烙印，至今仍严重妨碍着法治建设的

深入，不利于法治文化的形成。

这些源自传统习惯的不利因素总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以人治的眼光看待法治，以人治的思

维构建法治，以人治的方式实行法治。一句话，将法治人治化。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思想障碍，是

法治文化建设必须要解决的任务之一。

将法治人治化的主要表现有三，即将法治单纯地形式化、手段化、部门化。

第一，单纯地形式化，就是将法当作一个孤立的对象，只看见法律的形式，看不见法律的实质，

只从形式上看法律体系的特殊性，不从内容上看法治精神的普遍性。以为法治就是法律条文、司法

机构、司法程序和执法手段的自我完备，就法论法，不能将其与人和社会的全面生活相联系，结果

势必将法治建设当成一件纯粹形式化、事务化、技术化的过程。例如，把实施法治与以人为本对立

起来，其实是没有理解法治正是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正当权益的根本条件；把实现依法治国与坚持人

民当家作主当作是相互冲突的，其实是没有把实行法治看作是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方式；把依

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其实是没有理解执政党坚持依法执政，正是它的先进性和合法性的基

础所在，等等。

在各种将法治单纯形式化的观念中，莫过于将法律与道德相割裂、相对立的思路了。其实，法

律与道德都属于社会的价值规范体系，都起源于人的生存发展所依赖、所需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秩

序。对于同一社会主体，相应的法律和道德之间虽然表现出层次性、功能性等形式上的差别，本质

上却是相通和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法治文化应该而且必须包括道德，是一种法律与道德良性互动、

融为一体的现代文化。当人们仅仅看到法律与道德之间某种形式上的差别，或者脱离了现实而将某

种抽象的道德当作唯一道德模式的时候，就会忽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内在关联，将它们看作是外部

对立的关系。当有人以为法治无关道德，或以为法治化就是普遍诉讼化、天天打官司，因而表示忧

虑，并提出要以“德治”补充“法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实际上是在误解的前提下否定了法

治，并退回到人治上去了。因为道德与德治是两回事，德治从来都只是人治的口号，在法治下重视

道德建设，并不等于实行德治。在我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一再出现对法治与德治理解的这类混乱

和纠缠表明，如何处理法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已经成为法治建设的一个特色议题，值得深

入研究。

第二，单纯地手段化，就是将法律只当作是治理的工具或手段，将法治仅仅理解为治国者运用

这些手段的一种方法或策略，却忽视了法的主体性、公共性和权威性的基础。法律当然具有社会治

理工具或手段的功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它究竟是谁的工具和手段，是少数管理者的还是全体人

民的？正是这一点成为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点所在。将法治单纯手段化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总是脱离

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将法治当作了管理者的特权，而将广大人民群众仅仅当作了治理对象。这

就势必将法治的功能片面化、单向化，只强调其“治国”、“治民”的一面，而忽视其“治政”、“治

官”的更重要一面。

在这种意识下，至今仍有不少人分不清“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区别，虽然有时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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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但实际上要的还是仅仅以法律为手段去管别人。例如，一些基层干部说“实行法治，就是

要依法治刁民！”就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矛盾意识。而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中，若不是

将其中“依法”降低到“以法”的层次上理解，这个提法就会成为一个逻辑上不对应、难以成立的

命题。因为只有在人治的条件下，“法治”（实即古代的刑治）与“德治”才能同时作为“帝王之具”，

即统治者的左右两手，达成自然而合理的“结合”，否则这种结合就无从谈起。然而许多人觉得这个

提法合情合理，就是因为还没有看到，“依法”与“以法”之间的一字之差，意味着法究竟是治国的

“根据”还是“工具”，亦即贯彻法治还是人治的本质差别。只有当人们把“法”和“德”都当作是

工具时，二者的这种“结合”才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然而这恰恰是人治的思路。

第三，单纯地部门化，就是将实现法治仅仅看作是司法部门或司法系统的职责，将法治理念仅

仅当作是司法系统应有的理念，有意无意地将立法、执法、知法、守法的各个环节机械分开，使法

治无法作为一个完整的精神实质和文化体系而得到确立和发展。

诚然，实行法治意味着对司法工作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寄予了更大的希望。法治精神是一

种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精神。从事这一特殊领域的事业，需要立法和执法人员有高度

的文明素养、庄严的使命感、自觉的敬业和献身精神，才能忠诚地代表法律和人民的利益，唯一地

为着人类的真理和正义行使手中的权力，称职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这并不是法治文化的全部。在

现实中，法治不等于“法院政治”或“法官统治”，法治文化当然也不能归结为“治安文化”、“诉讼

文化”、“刑罚文化”。

单纯将法治部门化的实质，其实是将法治单纯形式化和手段化，忽视了法治精神的必然结果。没

有普遍的法治精神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那么就至多只可能产生一些部门性的、低

级层次的文化现象，而且难以避免司法系统的人治化和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这样不仅不利于形成

全社会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而且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共管理要法治化，是现代制度文明的一个特色。因此，并非只有司法系统才需要法治，而是

我们国家的各个系统都需要法治：干部队伍建设要法治化，教育要法治化，科技管理要法治化，文

化市场要法治化，社会保障体系要法治化⋯⋯同时，法治精神也要成为每一个普通公民的精神支柱，

人人懂得法律的神圣，从而遵守法律，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监督政府和公职部门，依法

参与公共管理，等等。总之，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讲究合法性，立规矩，遵法理，讲文明，重实

效。事实上，在人类与自然之间也需要法治。胡锦涛说：“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

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

范和维护。”〔８〕这就是普遍法治精神的贯彻。

防止和克服法治单纯部门化的出路，也是防止和克服上述两大不利因素的出路，在于从理论到

实际重新确立法在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最高权威地位，同时确认并落实全体人民对实现依法治

国应有的权力和责任。例如，提高群众的法治意识和知法水平，并非仅仅从“普法”开始，而是需

要从立法开始。法律体系总是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任何一项立法的提出，都需要经过充分的、

科学的论证。这个论证的过程就是相关所有人参与的过程，也是向所有人普及的过程。物权法的诞

生已初步证明了这一点。越是在人民群众最广泛地参与基础上完成的立法，就越是能够产生最大的

执行效力和普法效果。法治文化建设的前途，也在于此。 （责任编辑 邰利琪）

〔８〕新华社2005 年 9月 5日电：胡锦涛会见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各国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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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Deshun /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Abstract: “Culture of rule of law ”is not a departmental and second-class cultural concept but a socially

integrated and first-class concept. It is inevitable for “a legal state ”and “a legal society ” to have its own

“culture of rule of law ”. “Rule of law ”itself means a specifically cultural category and system of a society ,

that is , it is a system of social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market economy ,at the core of rule of law , and in the essence

of democracy. The culture of rule of law of Chinese socialism is referred to as that the legal sense with the principle

of running a state according to law and with the objective of building up a socialist legal state is wholly

implemented in every field and at every level of social life; and referred to as that material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le of law fully come into being.

On Contemporary Culture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15
Liu Bin / Professor of  Legal News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ets forth the intension of culture of rule of law and its related issues,

and explains the awareness of rule of law, the sense of rule of law, the spirit of rule of law, the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and the value pursuit of culture of rule of law.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legal system, legal organization,

legal installation and legal action are important integral parts of culture of rule of law.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e of rule of law is overall described in the article.

Key Elements and Structures of Scientific Theories    20
Li Xingmin / Professor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at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Abstract: Scientific theories are both representation and general, instead of metaphysical, explanation.

Hence scientific theories with empirical induction structures which are established with the aid of inductive

methods consist of facts and laws. A fully-developed or advanced scientific theory is a well-organized logic

deductive system which is comprised of scientific axioms (basic concepts and hypotheses), deductive propositions

or scientific laws, and scientific facts.

Challenge of China: Three  Models of Modernization    31
Jiang Yihua /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Modern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three kinds of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with capital as the

core; modernization with labor as the core; and modernization with individuals’ freedom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modernization with

individuals’ freedom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is realized by balancing the labor-oriented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affirm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capital-oriented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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